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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顶端
 放弃一些事来帮助他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血液或骨髓捐赠就是这样的利他主义的典型例子。然而新的辅助生殖技术能让医生选择胚胎，使其有潜力成长为人们理想的组织捐助者。这种把人变成商品的医疗技术是明智的选择吗？

1990年，温斯顿和汉迪赛德第一次报导的成功妊娠，在胚胎被转移到母亲的子宫之前，遗传状态就被确定了。[1]这个家庭有一个X-连锁的精神障碍，50％的男性儿童会受到影响。因此，医生只能将女性胚胎放在母亲子宫里。

DNA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技术人员能够确定植入前胚胎的组织相容性白细胞抗原（HLA）。这种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PGD）能让医生选择对现有儿童的理想捐助者，提供所谓的“救星兄妹”的可能性。首先，在宝宝出生后的脐带中采集干细胞。

做到这一点的愿望来自深切的同情。某些不治之症的患者，尤其是贫血，骨髓不能产生健康的血红细胞，这种疾病可以通过使用任何骨髓或干细胞输注治疗。如果捐赠的细胞与病人兼容，他们将定居在骨髓中并产生健康细胞。这通常会永远治

愈贫血，虽然也有失败的风
险。

虽然有银行记录组织及细胞和潜在的捐助者，有时医生不能治疗的病人是因为他们无法找到相匹配的捐助者。最有可能与病人具有相同组织类型的的人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平均四个兄弟姐妹中有一个与受影响的孩子有相同的组织类型。大家庭中有一个匹配的兄弟姐妹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有时父母考虑要更多的孩子的原因并不是希望后出生的孩子与现有的孩子组织匹配。

选择胚胎是另一种选择。2000年美国首次报道了利用这种技术，与他姐姐莫利组织类型匹配亚的当·纳什出生了。莫利有一种罕见且致命的疾病- 隐性遗传性范可尼贫血。他的出生需要创造30个胚胎和四次体外受精（IVF）尝试。[2]

生物学是相对简单直接的，但是道德上却有很多质疑。

人们纷纷质疑为已生病的孩子提供捐赠而生养更多
孩子的道德性。很明显，家长们使用正常的生物方式。[3] 随着PGD的到来，世俗伦理学家罗伯特·博伊尔 和朱利安萨乌莱斯审查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没有人会受到这种做法的伤害，如果IVF和PGD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他们认为合理地利用，不仅能给世界带来新生命，还可以帮助保护现有的生命。 [4]基督徒可以接受这个结论吗？
                                                   胚胎

    在这次辩论中，人类胚胎的状态显然是个关键问题，并已在别处广泛辩论[5,6,7,8,9]总之，许多基督徒认为，既然新生命始于精子和卵子的融合，胚胎应该与儿童或成人一样，应给予同样的尊重。或者说，如果其状态是不确定的，胚胎至少应该得到不确定的利益。鉴于此，早期胚胎植入前诊断和后续对不合适的早期胚胎的处置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从大量破坏的胚胎来看，使用“救星兄妹”这个做法是特别错误的。

     但是，其他的基督徒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认为处置胚胎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人必须要考虑在什么情况下胚胎选择和处置是

合理的。


        其他因素                                                    
         一些常用的伦理争议借鉴世俗观点。他们如何工作，以及它们如何与基督教思想相联系很值得一看。
窗体顶端
                                       手段和目的
基督教和世俗的反对者通常认为，救星兄妹是错误的，因为孩子是被作为“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而创造。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d.1274）。

目前多以哲学家康德（1724-1804）对应该如何对待彼此的责任为主。康德想单独说明没有启示或神的参考的人类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伦理思想工具。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创造了一套“分类学上的专制”，第二个说：“这样一种对待人的方式，无论对自己或其他人，你从来没有简单地将他们作为一种手段，而是都将他们看成是目的”。[10]每个人的目的都应该是在于他或她自己，而不是纯粹地作为一种用来实现别人目标的手段。

父母生儿育女有很多的原因，包括履行父母的愿望、想要一个继承人、或需要有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的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救星兄妹是否会被视为“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这似乎是最不可能的。不断利用别人的劳动、能力和资源是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评价别人部分是取决于他们的贡献。仍有以他们本身为目的的空间，因为他们也有各自的生活，而基督徒认为每个人的生命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

此外，家长已经用这种技术与其他的父母一样为新孩子表示尽可能多的爱和亲情。有些人认为，由于他们的捐赠和创造他或她的漫长的过程，救星兄妹将得到更多的爱。

尽管最初出现对创造“救星兄妹”的怀疑，康德没有提出理由禁止其使用。

        存在是好的                                                      
窗体顶端
也有关于有些人的存在的对错的争论。在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的书《原因和人》中，他讨论这个“非身份问题”的影响。帕菲特认为，如果特定的精子没有到达那个特定的卵子，或者与另一个精子碰撞打斗，你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其他人或有不同的遗传组成的人就会诞生了。因此，没有人可以说“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出生”。[11] 

“存在”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每个可能的胚胎都应该降生下来。相反，它牵涉到那些已经存在的生命。这表明一旦有人存在，这个人的存在就是件好事情。这并不意味着有创造的责任，但是，即使你对创造的方式有所保留，那人仍是“好的”，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存在方式。对于一个救星兄妹，这个孩子不会存在其他任何方式，因此只能感谢他或她的存在。

基督徒还想补充一点，任何人都具有内在价值，因为他或她将为神所知并为神所爱。他们意识到救星兄妹的价值，并且不看重存在的方式。   

生于设计                                          

        但我们能够自由创造“被设计”的儿童吗？难道这不是最终的商品？该技术的反对者说，我们不应该按我们的“希望”设计孩子，而是以他们来的形式接受他们，并把他们看成一个“恩赐”。

        然而，圣经上很多人都是为上帝的安排而出生的；施洗约翰，[12]塞缪尔，[13]耶利米[14]都因为特定的责任而出生。事实上，基督徒也相信，每个人的出生都有神的心意。虽然在这些情况下，生命的目的是由上帝选择的，你可以争辩说他可能会将这个责任委托给人类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参与他的创造？毕竟，基督徒相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因此人参与塑造和控制创造的许多方面。
    还有人说，我们一直在参与设计和塑造，如在我们选择学校，或在我们建立纪律观念、宗教教义和社会价值观时。然而，在这些情况下，改造是发生在现有的孩子，而不是决定“谁”要允许存在。
    许多基督徒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为从神而来的神秘礼物，而不是选择或创造有具体特征的儿童以满足自己的愿望，无论这个动机多么高尚或有爱心。

      潜在的问题
                           
        任何医疗技术都有潜在的问题。
        选定的胚胎可能不能提供所希望的理想组织，这可能存在父母难以充分接受这个新生命的风险。
        虽然初始治疗只需要从救星兄妹脐带收获的细胞，救星兄妹可能在未来会被要求捐赠其他组织。即使法律规定取消任何强制的捐赠，孩子还是能感觉到捐赠的巨大压力。一些人认为这无异于一种新的虐待儿童的形式。再次，这真是新的吗？正常性交后出生的兄妹可能会发现他或她自己是兄弟姐妹的理想供体，并感觉到捐赠的压力，而可能的捐赠包括肾脏和其他器官。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否是不合适的特意创造所带来的繁重负担，以及是否新降生的孩子只是为满足他人的需求而创造的商品。出现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以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寻

找人们可以互相帮助和服侍的办法来看待事情。

        滑坡效应                        
        这种技术的第一次使用涉及不选择这种技术的绝望的父母。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想法越滚越大。夫妇想“取代”已不幸在火中丧生的女儿可能向性别选择求助。其他人可能希望提供整

个器官或组织样本，而这些需要经历微创手术的痛苦和风险。
       呼吁更广泛的后果时，我们经常涉入的“滑坡”的争论- 表达了我们对这些救星兄妹案例今后发展的担忧。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担忧是不是成立？”


       家庭因素
                                                                   PGD有潜在风险，这个风险集中如此多的时间、金钱和情感能量，并且疾病可能会破坏家庭内部的关系。再次，这不是个新问题。所有家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然而，这个局面带来的路由是新的。
       此外，如果救星兄妹被允许，“救星儿童”，“救星孙子”，“救星侄子或侄女”或“救星表兄弟”是什么？界限在哪里？
       如果受捐助的孩子受到PGD程序的影响（见方框）或受体死于PGD，或者受到治疗副作用的伤害？这将给父母留下深刻的罪恶感。再者，如果程序不成功？虽然增加家庭的生活压力，也可能让父母觉得他们已经为他们的孩子做了可能能做的一切。

                        Undo edits结论

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所有的基督徒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对于那些接受使用生殖技术的人，而这些技术涉及胚胎选择和处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孩子们可能因为自身而受到的重视，就像他们作为帮助别人的手段一样（受重视）。
       虽然基督徒将再次对他们的结论持不同观点，他们应该是在站在讨论清楚这个

问题的位置上并对所有参与者富有同情心。在任何情况下，救星兄妹胚胎植入前遗

传学诊断只和几个家庭有

关。此外，它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因为未来可能

有更好的组织捐助登记和兼容干细胞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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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八  期





                        要选择一个胚胎


        


       胚胎受精后几天，当每个集群有8个细胞组成时，技术人员移除单个细胞并分析其DNA。只有有所需遗传组成的胚胎才被植入母亲子宫。这项技术首先用于单基因引起的囊性纤维化疾病[16]，但现在可以应用到20-30个不同的单基因疾病。[17]收获的干细胞是从分娩后的脐带收集。�       在英国，所有PGD程序都应经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HFEA）授权。每个测试都需要单独的许可证。 HFEA期望限制严重失调的测试，但决定什么是“严重的”永远是有争议的。�                                          实用性


       重要的是不要低估整个过程中的困难：�                                           实验室


        技术方面的要求。单细胞精巧脆弱，外源DNA污染一直个危险因素。因此，选择过程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差错的。出错的几率是在1/20左右，不同的测试时有变化。将在和父母在检测前咨询时讨论。[18]�                                            父母�       医生可以根据所需的标准需要大量的胚胎。在类似的情况下哈什米（见框，第4页），其中可从地中海贫血和正确的组织类型中任意选择，平均每16个胚胎应该有三个符合标准。首要条件是是否遗传（与Whitakers和Fletchers）一致，只要求符合HLA-类型，四个胚胎中有一个应该是合适的。无可避免地，甚至那些已选择的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不适合。�       收集大量的卵子需要加强刺激妇女的卵巢和腹腔镜卵子收集。这两个程序都是不愉快的并且可能有严重的副作用。此外，为获得孩子可能经历的许多IVF周期。成功率都经认真的监测，少于三分之一的IVF周期能生下宝宝。胚胎植入前诊断（PGD）的结果和标准IVF的结果相似。


试管婴儿IVF是有压力的，许多夫妇发现它不是他们能够应付的。在后续的研究中，夫妇使用PGD避免受影响的孩子出生67对夫妇中有41％反映评价程序极其紧张，虽然有76％的人未来将选择PGD，余下的24％未来将选择怀孕产前检查（16％）或不再怀孕（8％）。[19大部分压力是因为成功率很低。�       没有为使用PGD组织配型的少数夫妇提供这样的信息。动机方面- 父母为救生病的孩子的愿望- 可以为这种强大的牺牲精神和愿意放弃胚胎提供强大的动力。


                               PGD的安全性


PGD只使用了相对较短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只有约1000 PGD的孩子出生。试管婴儿怀孕一般有较高的早产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这主要是由于多胞胎的频率增加和许多母亲的生育力差。后者的因素不一定会对PGD怀孕适用。�       对孩子的风险的关注促使HFEA最初禁止仅仅测试HLA分型，并且这种风险并没有给孩子带来任何利益。政策的变化是由于新的报告表明PGD不构成任何额外的风险。重要的是要记住，因为这项技术是第一次投入使用，小数据和短时间为其增加了不确定因素。更轻微的副作用可能会被发现，很需要对这些儿童进行长期的良好监测。�                               干细胞移植的安全性�       在更传统的移植手术中，一小部分的患者没能生存下来，其他人可能存活下来但治疗无效。许多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而这些药物会增加他们感染和患癌症的风险。可能一些风险来自从救星兄妹移植来的干细胞，家长在开始在种治疗方式时需要认真咨询。


�





                                  英国成功案例�2001 哈什米�    医生要求为瑞吉和哈娜哈什米进行救星兄妹PGD的许可证，他们的儿子扎因（2000年出生2011年2月）有地中海贫血，一种隐性遗传的严重贫血症。[20]


    他们拿到了许可证[21]却被视为不合法[22]，2002年12月评论生殖伦理（CORE）赢得了高等法院的判决，理由是PGD只能用在可设想的孩子的利益。�    2003年4月1日，高等法院决定驳回其后向法院的上诉。[23]�    ProLife联盟已经在上议院提出上诉要审查上诉法院的决定。 2005年1月，该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在2004年哈什米尝试多次失败后停止治疗。这部分是处于对哈娜的年龄（他们开始治疗时她已经39岁了）考虑。那时，他们仍然有从以前的治疗周期获得的两个冷冻胚胎。[24]�2002 惠特克斯�    米歇尔和杰森·惠特克为他们的儿子查理（2000年出生）寻求帮助，他们的儿子患有一种严重的贫血症-钻石Blackfan贫血（DBA）。�    许可证被拒绝的理由是当对孩子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时，腹中的胎儿不应该经受危险的PGD中。这种情况不同于哈什米，因为这种遗传性疾病很少有家族性，不需要进行PGD测试。


    一个名叫艾米丽的女儿自然诞生了，但她不能作为一个捐赠者。�    惠特克斯为PGD治疗前往芝加哥。两个胚胎被植入，一个名叫杰米的儿子在2003年6月出生。[25]


2004年7月，查理接受了干细胞输注后恢复得很好。移植一年后医生肯定他已经被治愈。[26]


2004　弗莱契


    四月不孕不育专家穆罕默德瓦腊纳西宣布，他将代表弗莱契向法律发起挑战，他的儿子约书亚（2002年出生）有DBA。�    2004年7月HFEA正式“放松”救星兄妹PGD治疗惠特克型病例的条例。每个案件都将考虑个人的利益，家长可能在进行PGD之前尝试了其他所有可能的途径。


    2004年9月，瓦腊纳西因为弗莱契的缘故被授予许可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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